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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诗性思维 

李坟兵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 

【摘 要】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诗性思维包含着维柯的诗性智慧，充溢着人类的诗性精神。以我观物和

以物观我的类比想象和创造是其运思过程的核心机制，它就是维柯提出的凭丰富的想象力去创造的那种与生俱来的

诗性思维。在此作用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呈现的是各少数民族具有原生性的诗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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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思维”就是维柯通过研究初民的文化和思维在其著作《新科学》 中提出的“诗性智慧”, 它指初民通过对事物的直

接感知、伴随一定的情感和判断、凭丰富的想象力去创造的类比思维。维柯的诗性思维对人类文化的生成具有普适性，是人类

存在方式的一种共有本质。而今，当我们谈到诗性思维，就是指人类凭天赋的想象力去自由创造的那种非理性思维。 

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是具有生态本源性的作品，它们是与各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反映的是各少数民

族生命的自由样态和本真的生活世界。各少数民族正是在诗性思维的作用下，直感创发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 

一、以我观物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性思维中，以我观物就是以人为参照，依凭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进行类比想象，从而去把握和理解事物，

从人的视角去认知自然万物。 

（一）以我观天地之初 

维柯说：“人心由于它的不确定性，每逢它堕人无知中，它就会对它所不认识的一切，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1](P96)

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们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创世神话、史诗和传说里，初民们就是用以我观物的类比思维来解释世界的生发的。

如在有关天地形成的故事中，内容和情节大同小异，天地的形成是被人格化了的某物或某神死后，由其身体的各个部分化生成

的自然物组成的，这些自然物与人的身体的各部分具有某种相似性，如头和手变成山，坚硬的牙变成石头，弯曲的肠子变成河

流，眼泪变成湖和海，毛发变成树木和草地等。这就是一种以我观物的类比创造，在初民眼中，天地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德昂族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 中，德昂族的先民是这样来理解天地的生成的。世界是由茶树演化来的，茶树是高

度人性化的神树，它以牺牲自己的身体来创造大地。“他们喜欢的眼泪洒到地上，一滴眼泪划出一条小溪，一串眼泪聚成小河

流尚，眼泪越聚越多，汇成大海汪洋”，他们“割下身上的皮肉，搓碎了撒到地上。活蹦乱跳的皮肉，把千山万水铺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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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树，小的变草，细细的肉筋变成青藤爬上树。从此大地一派生机，到处郁郁葱葱。”[2]（P25-26）这里，溪水和大海是由茶树兄弟

的泪化成的，因为他们认为泪水与溪水、大海具有相似的性质，都是流质，都是水；而大地上的树和草则是由茶树兄弟的皮肉

变成的，这是因为皮肉有覆盖和保护的功能，就由它们来化成树和草，铺绿大地；青藤是由肉筋变成的，因为肉筋与青藤具有

相似的形体和属性，所以肉筋就变成了攀爬树的青藤。又如白族神话《开天辟地》 中，盘古、盘生两兄弟在造好天地死去后，

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张开眼睛是白天，闭上眼睛就是黑夜。小牙齿变成星星，大牙齿变成了石头，睫毛变

成工竹，嘴巴子变成了村庄，汗毛变成了草，头发变成了树林，小肠变成了小河，大肠变成了大河，肺变成了大海，肝变成了

湖泊„„ ”。[3]（P11-12）诗中，盘古和盘生身体的各部分也变成了与他们形体或属性相仿的自然万物。维柯说：“在一切语种里大

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1]（P175）可见蒙昧时代，由于

对世界的无知，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们就是用以我观物的诗性思维来认识世界和解释自然的生发的。在初民眼里，人与自然互

渗、主客同一。 

（二）以我观自然现象 

远古时，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对于一些自然现象，云南少数民族也是用以我观物的诗性思维来理解的。在解释自然现象

的故事中，初民们通过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物的世界成了人的世界，一切事物都是按人的感觉、情欲或常情事理来发生的。 

怒族的《 天气阴晴的由来》 是这样来解释天气的变化的，故事讲“古时候，上有九层天，下有七层地。天上有天国，地

下有地国。在九层天里，每一层住着一位美丽的仙女，她们掌管着天上的事情。九个仙女一起开颜欢笑，天空就情朗，一派蔚

蓝；九个仙女有的笑，有的烦闷时，天空就阴晴不定，时阴时晴；九个仙女都忧伤时，天空就乌云密布；九个仙女一齐轻轻哭

泣时，天空就细雨绵绵；九个仙女都嚎淘大哭时，天空就暴雨倾盆”。[4]（P100-101）这里，九个仙女的喜怒哀乐成了天气的晴雨表，

每种天气对应一种表情，每种表情与对应的天气具有某种相似性，如高兴时心情开朗，这就好比天气豁然开朗；忧伤时乌云密

布，忧伤的脸色黑沉沉的好像乌云密布；轻哭时下的是小雨，好像泪少雨就小；大哭时下的是大雨，好像眼泪多雨就下得大。

这些都是以人观物的类比想象，用人的世界解释了物的世界。再如景颇族的《 公鸡请太阳》 的故事，早晨公鸡叫时同时也是

太阳升起的时候。对于这一自然现象，景颇族的先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传说远古时有九个太阳，人们受不了九个太阳的光和

热，就赶跑了太阳。没了太阳后，大地一片漆黑，人们无法生存卞去，于是大家商量着要去请回一个太阳，大公鸡担当了此任。

由于大公鸡虔诚和气的态度，太阳答应公鸡，天亮公鸡一叫时，它就出来。当东方发白时，公鸡就“喔喔”叫，太阳听到了就

出来，霎时大地一片光亮。但第二天，公鸡叫时，太阳没有出来。公鸡又去请，这次太阳说它没出来是因为当它出来时，大家

看它，它害羞。于是公鸡给了它一包针，告诉它谁望它，就刺谁的眼。太阳说“好”，并向公鸡许诺若它今后不出来，就叫天

狗吃它。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景颇族的先民们不但用以我观物的原始诗性思维解释了太阳出时早晨公鸡叫的自然现象，

同时还解释了太阳光刺眼和“天狗吃月亮”的自然现象，这一切都是依据人的常情事理来解释的，让人也觉得合情合理。 

（三）以我观动植物 

动植物是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存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们在了解它们时，由于知识的匾乏，也只能是依

据对自身的理解，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用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来认识或描述它们。 

在白族神话《开天辟地》 里，白族是这样来解释为什么啄木鸟头上有红冠、老鼠到处吃人的粮食、燕子住在人们屋檐下的

缘由的。在盘古、盘生两兄弟死后化生为万物后，发生了洪水。观音到处找藏着两兄妹的金鼓，找到后，又请动物们啄开金鼓。

观音先请啄木鸟并给它佩戴了红缨帽，啄木鸟啄鼓的声音太大，观音怕吓着两兄妹，就不让它啄了，白送给它一顶红缨帽，所

以现在啄木鸟头顶上有红冠；其后，观音又请老鼠来啄，老鼠啄开了，观音把五谷分给它。所以，老鼠现在到处吃人的粮食；

两兄妹出来后，身子连一块分不开，观音请燕子用它那比刀还快的翅膀把他们隔开。作为对它的回报，燕子可以住在人们的屋

檐下。景颇族民间故事《 桦桃树为什么掉皮》 则是这样来解释降霜时桦桃树易掉皮、易落叶的自然属性的。故事讲霜降节树

王派人来收霜降费，桦桃树假装生病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叶子都掉光了，还交得起什么钱？”等第二个霜降日树王又



 

 3 

派人来收霜降费，桦桃树还是那么说，收税人就生气地罚它永远生病。从此桦桃树就经常生病，经常掉皮。显然，以上民间故

事中的动植物特征和习性都是以人为权衡事物的标准按人的常情事理和道德伦常来解释和想象的。云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这种

以我观物的类比创造，从人的世界里来把握和认识物的。 

随着人们心智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云南少数民族对自然有了很多了解，不再像初民那样人与自然完全混融不分了。

此时，解释性的神话故事几乎已不再产生，人们也已能客观地看待一些自然物，但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还在其民间文学的创作

中持续发挥着作用，成为他们诗意描述自然事物的思维方式。歌谣是云南少数民族表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在许多歌谣诗句中，

云南少数民族充分发挥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对自然事物进行诗性的描绘，自然物好比就是人，人们是站在人的视角来看待物的。

如傣族歌谣：“小秧鸡，谈情说爱在田边。”“攀枝花改树装，收起红伞做妈妈，生儿养女结果子。”白族歌谣：“杜鹃花，

穿着一件红领褂，阳春三月才露面，全身披彩霞。”“大风你是啥变成，你一来就吼不停，没长骨头气力大，刮得刺骨疼。”

彝族童谣：“喜鹊穿青又穿白，鹦哥穿的绿豆色。”在这些诗句中，人们在描述自然物时，总是以我为参照，赋予它们感觉和

情意，把这些自然物的形状、自然属性和特点高度人格化，按人的世界来描绘，诗中的动植物有情有生，人们从灵动的艺术形

象和诗性的世界中把握和认识了物：诸如此类的歌谣诗句不胜枚举，这种以我观物的拟人化表达是当今一切语言中最普遍的用

法，它们都是原始诗性思维的延续。 

二、以物观我 

维柯说：“一切语种中的词源学的普遍原则：词（或字）都是从物体的特点转运过来表达心灵或精神方面的各种事物。”[1]（P108）

这种以物观我的诗性思维是云南少数民族稍晚一些的民间文学创发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 

（一）以物代人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谣诗句中，傣族喜欢把小伙子比作挺拔和笔直的椰子树，把姑娘比作美丽的金孔雀、十里飘香的缅桂

花或娇艳迷人的粉团花。如傣族情歌《愿做扶花的绿叶》 里：最可爱的数白缅桂花，我摘一朵白缅桂戴在胸前，把可爱的姑娘

深深埋在心间。[3]（P333）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召树屯》 里，喃婼娜向召树屯表达爱慕时这样唱：“愿你像一棵椰子树＼树高根深＼

我会天天坐在树下＼觉得快活凉爽。”[5]（P32）彝族喜欢把姑娘比作红艳艳的马缨花，如彝族的《初恋》 歌里：“遇不着如意的姑

娘，找不着合适的伙伴，今日遇着一朵马缨花，就怕花蜜被采过。”[6]（P336）景颇族则喜欢把姑娘比作美丽的斑色花，如景颇族叙

事长诗《 羌退与勒彪》 中，景颇族人民在赞美羌退时唱到：“满山的鲜花啊，斑色花最香；全国的姑娘呵，数羌退漂亮”。[7]（P110）

独龙族视蔓腊花为爱情的象征，在情歌中经常把它喻为美丽的姑娘，如怒族情歌《 蔓腊花》 中：“蔓腊花长在深深的山等里，

只要蔓腊花一开放哟，山等就显得十分的光彩。姑娘家住在高高的山寨里，竹楼虽然十分破败，盖不住姑娘一表人才。”[8]（P145）

在这些歌谣诗句中，各少数民族在抒发对恋人的爱慕之情时，由诗性思维直感创发出了浪漫的情歌，歌者通过以己度物的比拟，

以物代人，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个生动鲜活、富有特色的艺术形象，艺术地表达了自己对恋人的爱慕赞美之情。诗中的物与比

拟的人具有某种特征上的高度相似性，说物实则说人。 

（二）用物说事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传说、寓言、动植物故事、童话等中，主角都是拟人化的自然物，创作者用以物观我的类比创

造用物说事，从自然物中反观自身，以此来强化道德伦常、传授人生经验、教育人和启发人；或者是来说明一个道理、宣扬一

种道德观和价值观；或来叙述一种社会现象，来表达一种思想情感和愿望等等。如纳西族的《猫头鹰的话》 讲有一个人碰见一

只猫头鹰，他问道： 

“你的头为什么是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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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太艰难了，我成天忧，成天愁，头就愁扁了。” 

“你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多毛呢？” 

 “我天天挨骂，从来没有听过好话，我不愿听人家骂我，耳朵就长出毛来了。” 

“你的嘴为什么开裂了呢？” 

“我从来没有吃过油，所以嘴就开裂了。”[9]（P102） 

这个寓言故事是阶级社会里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借猫头鹰的外形特点，形象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有力和艺术地控诉

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我们从猫头鹰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 

又如哈尼族寓言故事《 铁翎甲和乌鸦》 ：“从前乌鸦的毛是杂白色的极难看，它和铁翎甲（一种鸟）说好，铁翎甲帮它

把毛染成漂亮的青黑色，它帮铁翎甲造窝。但是铁翎甲染好毛色以后，乌鸦借口做客一溜烟跑了。从此铁翎甲一见到它就破口

大骂：‘假！假！假！’说它是个虚假的家伙，并要啄它。”[10]（P751）故事借批判乌鸦批判了不守信用之人，从乌鸦身上，我们

受到的启示是：做人要诚信，不能说假话，否则会受到人们的唾弃。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诸如此类用物说事

的故事非常多，各少数民族借助诗性思维丰富的类比想象，用物说事，创造了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民间故事、传说等，或批判暗

讽，或宣泄不满，或说教于人。 

另外，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谚语中也有大量以物观我的类比思维。谚语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思维能力在较高水平时的民间文学

作品，它们是各少数民族生存实践中智慧的结晶，起着训诫、警醒和传授人生经验的作用。在一些谚语中，人们通过自然界的

一些自然事象反观到了自身，用形象生动的事物具象来比拟人的事件，达到教育和启发人的作用。如傣族的“滴水能穿石，蚂

蚁能移山”告诉人们，做事要像滴水能穿石一样有恒心和毅力；而基诺族的“一滴水不成河，一棵树不成林”和德昂族的“独

柱不成屋，独木不成林”则是告诉人们行事要团结、要顾及整体；彝族的“花朵再美，也缺不了叶子”也是强调做事要团结。

各少数民族这种用物说事的类比谚语举不胜举。 

（三）借物表情表意 

云南各少数民族无论是祭祀、劳动、谈情说爱、结婚、丧葬、节庆、盖房、迁居等都要唱歌，歌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亲密接触中，天天耳濡目染着各种自然景致，他们深深体悟到大自然的节律与生命的节律是如此高

度契合，于是在抒发情感时禁不住由内心直感创发出大量借物表情、表意的诗句，心物互渗，“我”就是它，这也是云南少数

民族以物观我的诗性思维。 

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上大多都是“以歌传情”来表达对恋人的爱恋和思念的。各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们在恋爱中表达情感

时，或是由于腼腆、羞涩，或是出于自身的诗性本然，他们并不是直言唱出对爱人的情思，而总是把情真意切或极度相思的情

感融入自然物象中，比附于自然，借物表情、表意。其中比附的自然是与本体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的自然，它们都是各少数民

族周遭常见的自然物象。各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法，形象生动地把要表达的情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此

来打动爱人的心。藤缠树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常见的一种自然物象，藤与树相互缠绕的自然屠胜与恋人的深切相依之情具有某种

相似性，于是许多民族都喜欢用藤缠树来比喻两人的缠绵之情，以物观我，比喻生动贴切，感人至深。如瑶族情歌：“我俩好

比藤盘树，生死同根在一起；[8]（P477）纳西族情歌：“歪歪的葡萄藤，爱把石榴树攀，挺挺的石榴树，等着藤来缠。”[8]（P1311）拉枯

族情歌：“大青树下一裸藤，藤缠树来树裹藤；哥似青树把藤裹，妹似青藤缠哥身。”[8]（P1272）用类似物与物的亲密关系来类比

情思的其他例子还有许多，如白族情歌：“苍山无雪无山景，洱海无鱼水不清，小妹无哥来疼爱，心里闷出病。”[8]（P1103）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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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苍山和雪构成的景致、洱海和鱼的亲密关系来类比不可分离的恋情；又如壮族情歌：“哥是竹壳妹是笋，节节要哥包到头。”

[8]（P427）诗里用竹壳包竹笋的亲密关系来类比阿哥阿妹的亲密恋情。 

在这些优美感人的情歌中，歌者通过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把要表达的主题和情思融人自然和自然物象中加以活化和形象

化，有些类比诗句见物见人，有些则只见物，但无论诗句中有人或没有人出现，都是用人的世界去揣度物，利用物与人的某种

相似性进行种种新颖的类比，最后以物观我，用具体事物的感性形式来表征对象，使人们从生动的艺术形象中领悟到了歌者的

情真意切。 

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诗性思维的价值和意义 

（一）蕴含了维柯的诗性思维 

从以上分析创发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思维来看，其思维的核心机制就是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早期

阶段，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初民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和创造，无论对天地的形成、世界的本源和各种自然现

象、事物的解释和理解都是从人的世界出发，都把物看成了有感觉和情意的对象。凭着这种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他们自然而

然地、顺理成章的解释了周遭的一切，云南各少数民族早期的创世神话、创世史诗、远古传说和动植物传说就体现了这种思维。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心智和思维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大为增强，人们对自然已有了很

多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规律和知识，很多对自然的看法和理解也已固定下来，人们已不再需要像初民那样更多地去解释

和理解周遭自然界。此时，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彰显主体意识、表达各种思想情感和抒发情怀，以物观我

的类比想象是此时民间文学创发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云南自然环境优美，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各种自然景致深深地印在各

少数民族人民的脑海中，由于以己度物的诗性本然，他们从外物身上反观到了自身，通过联想和想象，就用融入了人们情感体

验的事物表象来表达各种思想情感和抒发情怀，自然事物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云南少数民族以物观我的类比思维。所以

在云南少数民族稍晚一些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许多用物说人、说事和表情表意的民间故事和歌谣诗句。此时，新的

神话故事几乎已不再产生，创世神话和史诗也早已冻结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创发中，无论是以我观

物还是以物观我，运思过程都是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和创造，这种想象和创造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性智慧，它与任何概念和专门

化的知识无关，而只是本能地做心物互渗的比附，通过比附和联想来认识世界或表达情感。 

云南少数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蕴含着维柯的“诗性思维”。维柯的诗性思维是针对当时过度的理性主义提出的，他认为笛

卡尔“我思”的逻辑推演不能成为认识科学真理的标准，身与心的分离不具有构成性，理性不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原初，它只是

身体感觉后来的衍化，“只有创造出来的才是真”二在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认识事物的新科学标准，倡导一种回归人类始源的

认知观，使事物呈现在最初和本真的状态。这种人类始源的认知观就是在人文精神领域里表现出来的“诗性智慧”。维柯在《 新

科学》 中并未给“诗性智慧”做出确切的定义，他只是说：“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

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

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1]（P158）这就是说，人类蒙昧时期，由于对世界的无知，初民只能依据自己的

经验，以我为衡量事物的标尺，通过感官，凭借丰富的想象来把握世界。这种想象的诗性逻辑是以己度物的类比，“最初的诗

人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

一些寓言故事”。[1]（P174-175）维柯以己度物的类比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的世界来解释物的世界。“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

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 „ 人在不理解时却凭自己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成了那些事物。”[1]

（P175）另一种是通过物的世界来表征人的世界· “人类心灵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凭各种感官去在外界事物中看至小合灵本身。”[1]

（P108）云南少数民族以我观物的诗性思维正是前一种以己度物的类比创造，“从认识方式上看，人从自我出发，以自己的身体感

受为基准，来体验外物和比附外物，从而认识和把握外物”；[11]而以物观我的诗性思维则是属于后一种以己度物的类比创造，

“人类在以自己为中心去揣度万物时，又力图从外物中反观自己的心灵，从外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11]可见，云南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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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里的诗性思维蕴含着维柯的诗性思维，它们有着共同的运思过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里的诗性思维再次印证了维

柯诗性思维对人类文化艺术生发的普遍意义。 

（二）涵盖了文学理论中常用修辞手法的作用 

由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创发的传统性、口头性和自由性，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象汉语文学理论中那

样的各种修辞手法的说法和相关专门知识，一切创作都是在类比诗性思维的作用下，依凭情感和直觉体验进行自然创发，其间

并不受任何既定思想观念和规则的影响。虽然如此，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诗性思维却内在地包含着文学理论中拟人、比

喻、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的作用，它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机制。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性思维中，无论是以我观物，还是以物观我，其间都是通过移情进行比附和拟人化，使无生命的事物

充满了灵性和情感。而在汉语文学理论中，拟人法和与人相关的比喻、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的思维机制也是通过移情，利用

人与物的某种相似性来进行具体的比拟、象征、借代等，赋予无生命的事物感觉和情欲。可见汉语里的修辞手法是原始诗性思

维的延续和衍化，它们的运思过程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可能会更多地遵循一定的逻辑事理和各种既定观念意识的影响。相比之

下，云南少数民族的类比诗性思维却是自然和随性的，更多凭个人的感受和情感自如地来进行类比想象。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文

学中，虽然没有形成有关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法的称谓和理论知识，但这并不妨碍各少数民族描述世界、记录历史、表达思想情

感和自由抒发情怀：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诗性思维，云南各少数民族正是用与生俱来的这种诗性智慧创发了

云南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并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眼里真实感受到的世界原原本本地呈现给世人。 

（三）建构了原生性的民族诗质文化 

诗性思维是人类基因里的固有因子，在它作用下的文化艺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人类本真无染的心灵世界，是人类诗意

生存的原乡。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诗性思维创发了具有原生性的民族文化，这个文化是具有诗质的，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云

南少数民族本真的心灵世界，体现的是各少数民族极具个性和民族心理的精神文化，是各少数民族诗意存在的根基。这种诗质

文化的原生性和生态性源于云南少数民族诗性思维产生和存在的方式。 

云南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生活环境中，社会发展缓慢，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对

于族群内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风俗、审美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及其他一切文化都沉淀于其民间文学中，以口头传承的形式表

现出来，民间文学就随着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自然地被传承着。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的文

学，是存活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活态文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歌谣，因为各少数民族都有以歌代言的习俗，在他们的人生历程

中，歌总是贯穿于始终，各种场合几乎都要以歌为伴，日常生活中诸如祭祀、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生产劳动甚至调和民事和

打官司都要唱歌，而很多时候歌又是触景即发，因情而生，随性而发。这是他们生命的一种自然样态，唱歌的过程就是云南少

数民间文学创作和传承文化的过程。可见，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创发和传承就具体地生发在他们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在宗教

仪式上、节日聚会里、田间地头、火塘旁、村社聚众闲聊时等，这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产生和存在的源流上就保持了

文化的原生性或原生态特质，这也使得以书面传播为主的主流文化很难浸染他们的精神家园。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生发的原生性培养了诗性思维存在的沃土，使得各少数民族延续了人类亘古的诗性精神，由此创造了民

族的诗质文化。各少数民族依凭与生俱来的诗性思维，一切创作都是凭本性（维柯说按本性就是诗人），自然抒发真情实意，

彰显精神创造主体性，维系民族文化根基和生命活力。在这个民族的诗质文化里，我们看到的是各少数民族自由的心灵和诗意

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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